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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所有制改革初期的动力来源于“稳定”和“发展”两大诉求，并在“扶助型政府”的领导下选
择了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改革路径。目前，中国国有经济的高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

润，且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非国有经济。政府的不恰当干预造成国有经济在某些行业的过高垄断，进而导

致市场竞争的扭曲和的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转轨历程还未终结，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所有制结构调整，即弱化和消除国有经济在所有非自然垄断及战略性行业的垄断。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

重点在存量调整，必须解决改革中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寻租问题。但是，目前中国深化所有制改革的动力不

足，应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来凝聚经济体制改革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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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内，林毅夫等（１９９４）基于发展战略的角
度，最早对“中国模式”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框

架，把中国模式的成功归于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国

外，较早且较有影响力的对“中国模式”的解释是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９８）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①。２００４年５
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

认可，“北京共识”问世，其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

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

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

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Ｒａｍｏ，２００４）。
中国模式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巨大的关注，最重

要的原因还是中国优异的经济增长表现。自１９７８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

增长，在逾３０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
接近１０％。现有大部分文献都认为劳动力和其他
生产要素的廉价是中国经济起飞和中国制造在开

放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这种观点不

全面，经不起推敲。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要素成本更

低，为什么当时我们的国内市场商品没有极大丰

富，国际市场更是难见中国商品的身影？答案是，

商品的成本并不只取决于要素价格（决定商品的转

形成本），还受制于特定的生产制度结构下的交易

成本（或曰广义制度成本）（诺斯，２００８）。例如，中
国改革开放前限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②的政

策就是赋予了商品很高的制度成本。在改革开放

后，通过产权改革和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才降低了生产的制度成本，使得要素价格低廉的优

势得以发挥。

所以说，在任何经济模式下，由于决定了生产

的制度成本，所有制及其结构都是经济关系的最一

般、最本质的制度性体现，是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

因而，转轨背景下，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式是判断

不同转轨模式实质的关键标尺。但是，由于已有的

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方法论层面，对

“中国模式”与所有制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有待

深入。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中国模式的特征是：

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

有制结构。这不同于标准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

所提倡的全盘私有化，而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中国

模式”最需要提炼和解释的。

现在，国有部门亏损的行业已经完全收缩，剩

下的大多是在市场禁入或限入条件下赚取高额利

润、居于垄断行业的高“盈利”部门。问题是国有经

济占据国民经济（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比例到底该

如何确定？国有部门占据垄断行业对国民经济整

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只要有高的盈利，国

有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下一步只有继续做大做强

这唯一的选择？当下难见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

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２０１１）针对这一主题做了
重要的开拓性工作，揭示了垄断国企高额利润的真

相。但是，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与中国模式下改革的

动力机制和路径相结合，因而对造成当前情况的原

因的解释是不完整的。本文试图从分析中国模式

下推动改革的动力机制和现实路径出发，探讨中国

模式的特殊性与制度缺陷以及这些问题对所有制

改革最终绩效的影响，进而探索中国所有制结构调

整新动力机制的建立与未来路径的选择，以弥补这

一缺环。

二、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与所有制结构

调整的逻辑起点

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不带有东欧转轨时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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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后华盛顿共识”反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而提出的转轨中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只有广交会等少数渠道，其中还充满着政治色彩。



方意识形态色彩，而是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主义：优

先解决矛盾最突出、情况最紧迫的问题，或先从不

容易引起利益冲突的领域入手，以实现人民满意和

国家长治久安。对政府来说，谋求发展和稳定是改

革初期推动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动力源。首要是

稳定，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和政权稳固；而没有

发展，在当时也不可能保障稳定。

理解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必须考虑改革开放

的初始背景。十年浩劫已经使得我国国民经济濒

临崩溃的边缘，长期持续的极低生活水平也不利于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拥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国际

竞争的压力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担心的问题是“被开

除（地）球籍”。可以说，这些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都

可以归结为“发展”和“稳定”两大诉求。邓小平就

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

个政治问题。

这里，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制改革的历

程，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特征。

１．允许民营经济以求社会稳定
经历数次“运动”的不断过滤后，改革开放初我

国城市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一统江

山，并且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完全的公有制结

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然要求。而此时，从农村返

城的大量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成为

了主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所

有制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大量返城知识青年所

带来的就业压力。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

的回城和就业问题。１９７９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
续返回了城市，一下子增加了１５００万左右需要就
业的城市青年人口，安排就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１９７９年，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
５６８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了 ５．４％，甚至远
高于 ２００９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时的
４．３％的失业率。

返城知青就业问题之所以成为推动所有制改

革的力量，与中国政府传统的合法性实现方式有密

切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绝大部分的城市劳动人口被安排到国营企

业内工作。久而久之，解决全体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似乎成了政府的一项政治义务，社会主义被认为不

存在失业问题①。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就业保障

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一部分，失业情况一直受到政府

控制②（见表１）。

表１　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失业率

年份
登记失业

人员／万人
其中失业

青年／万人

失业青年

占失业人

员比重／％

城镇登记

失业率／％

１９８０ ５４２ ３８３ ７０．６ ４．９

１９８５ ２３８．５ １９７ ８２．６ １．８

１９９０ ３８３．２ ３１２ ８１．６ ２．５

１９９５ ５１９．６ ３１０ ５９．７ ２．９

２０００ ５９５ — — ３．１

２００５ ８３９ — — ４．２

２００９ ９２１ — — ４．３

２０１０ ９０８ — — ４．１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摘要》（历
年），“失业青年”的数字只统计到１９９５年。

但是，一下了多出的上千万的需就业人口显然

是各地政府无力在短期内解决的③，而不解决他们

的就业问题显然又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于

是，解决返城青年就业成为了当时城市所有制改革

的重要的动力机制之一，这也是中国国民经济所有

制改革的逻辑起点。

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１９８０年８月召开的全国
劳动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全

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

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之

后，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青年人合伙经营或独

立经营的就业形式。在他们的经营开始显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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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无业人员被称为“待业”而非“失业”。

虽然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一直表达了强烈的愿望，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部分国有企业才开始以企业内下岗的形式逐
渐分流一部分冗员。在１９９７年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之前，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维持在３％以下，虽然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国有企业
下岗的职工人数累计超过３２００万，失业率直到２００５年也只达到４．２％。

这个问题的余波一直延续到现在，如２０１０年江西省政府下发通知，完善返城未安置就业知青参加养老保险的办法。



雏形的时候，邓小平的鼓励和支持使得这些新的经

济实体没有被“姓资姓社”的问题所扼杀，反而成长

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成为了我国非国

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三结合”基本上解决了１５００万人返城知青的就业
问题。

２．引入外资企业以求快速发展
外资企业发端和成长的动力机制，则主要是为

了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资金困难的问题，其主要目标

针对的是发展诉求。由于之前长期的以“阶级斗争

为纲”，到改革开放之初，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被严

重削弱，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紧张和政府财政困

难问题，无法满足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

资金的要求。于是，要实现发展诉求，必须要通过

开放引入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三资企业”在这

种背景下开始与民营经济一起打破了公有制经济

（主要是国营经济）一统江山的局面。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①。
但是，那时的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有限：法律不健

全，基础设施匮乏，潜在投资者对政府政策的长期

性缺乏信心，许多党政官员仍然把三资企业及外国

投资看作是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剥削，等等。

为了解决国外企业及其资金进入的问题，１９８０
年８月，临近香港地区的深圳特区成立，外国投资者
可以在特区内兴建工厂，雇佣廉价劳动力并按照市

场价格支付工资，还享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与

此同时，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也开始了建设。

这些特区集中于广东、福建沿海，与海外市场接触

较多，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引入外资企业的阻力

较小。特区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并提供了特殊的

优惠政策。特区的经验很快被推广，１９８５年，１４个
沿海城市对外开放；１９８８年，海南省成为特区；１９９０
年，开放浦东；１９９２年，一批沿江城市和沿边城市对
外开放。此后，开放政策逐步推向全国。同时，外

国投资者渐渐认识到了中国庞大市场的潜力，外商

直接投资日益增长。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历年共批
准外资企业约７１万家，外商投资总额近１１０００亿
美元。大量的外资企业及其资金的进入解决了一

部分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稳定，更重要的是为促进

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见表２）。

表２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亿美元

年份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４９．５８ １７．６９

１９８３ １９．１７ ９．１６

１９８４ ２８．７５ １４．１９

１９８５ ６３．３３ １９．５６

１９８６ ３３．３０ ２２．４４

１９８７ ３７．０９ ２３．１４

１９８８ ５２．９７ ３１．９４

１９８９ ５６．００ ３３．９３

１９９０ ６５．９６ ３４．８７

１９９１ １１９．７７ ４３．６６

１９９２ ５８１．２４ １１０．０８

１９９３ １１１４．３６ ２７５．１５

１９９４ ８２６．８ ３３７．６７

１９９５ ９１２．８２ ３７５．２１

１９９６ ７３２．７６ ４１７．２６

１９９７ ５１０．０３ ４５２．５７

１９９８ ５２１．０２ ４５４．６３

１９９９ ４１２．２３ ４０３．１９

２０００ ６２３．８０ ４０７．１５

２００１ ６９１．９５ ４６８．７８

２００２ ８２７．６８ ５２７．４３

２００３ １１５０．７０ ５３５．０５

２００４ １５３４．７９ ６０６．３０

２００５ １８９０．６５ ７２４．０６

２００６ — ６９４．６８

２００７ — ８２６．５８

２００８ — ９２３．９５

２００９ — ９００．３３

２０１０ — １０５７．３５

累计 １０７４８．００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３．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以缓解竞争压力和

财政压力

允许民营经济的成长和外资经济的进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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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到１９８６年４月《外商独资企业法》颁布后才被允许，在此之前，只允许中外合资合营建立企业。



了预期的效果，整个非国有经济既完成了稳定的任

务，也刺激了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满足了改革的

动力机制的双重诉求。但出乎当时决策者意料的

是，以民营企业和外资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逐

步发展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非国有经济

的超出预料的成功造成了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一是

减轻了国有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性负担，二是

使得国有经济的利润水平大幅度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的绝对增

加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５年，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４５１万人增

长到１１２６１万人；但国有单位吸纳就业的相对比
例却一直在下降，１９７８年国有单位提供的就业量
占城镇全部的７８．３％，１９９５年下降到５９．１％。到
９０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通过吸纳就业
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正是有了这一前提，党

中央才敢于大刀阔斧地推进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

重组。在国有经济就业吸纳能力负增长①的情况

下，非国有经济成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新增

就业者和国企下岗人员的主要力量（见图１，２００９年
达到了７９．４％）。

图１　城镇全部及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变化情况／万人

　　在不损害稳定的前提下，政府必然会尽力卸掉
给财政造成压力的负担。由于历史拖累和治理结

构等因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大量的国有企业处于
亏损或微利状态（见表３），大量国企甚至需要依靠
财政的各种补贴才能勉强生存。这是因为，经过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的改革，虽然国有企业在
内部管理制度上也有了很多的改进，但民营企业已

经崛起，外资企业已成气候，在与它们的竞争中，国

有企业还是力所不及，因此大都败下阵来，国有经

济从整体上处于长期亏损状态。为了解决所背负

的巨大的财政压力，从１９９３年“十四届三中全会”
首次提出初步设想，到１９９７年“十五大”第一次正
式提出，１９９９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最终确立了从战
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任务，确

定了“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国有经

济有所为和需要前进的行业和领域主要是关系国

民经济命脉的四大重点行业，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

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品和服务的行

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

业；而其他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一般的竞争性行业，

国有经济需要逐步退出和收缩。

表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有经济净亏损／亿元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净亏损 －５００．５８ －４３５．５５ －３８４．９９ －３６１．８０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综上所述，虽然允许民营经济成长和外资经济

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就业压力

与资金紧张的一种应急反应，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

为了减少亏损和财政压力，但是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实现稳定和发展目标。

或者说，只有在能够兼顾促进发展和稳定，或者至

少不损害其中之一时，某项改革措施才符合政府的

改革要求，才能够被推动和认可。可以说，所有制

结构存量部分的改革（即国有经济的调整），是增量

改革（即非国有经济成长）的一种逻辑延续。其逻

辑链条是：从稳定和发展出发解决就业压力和资金

困难—＞允许民营和外资经济萌芽和发展—＞不
仅实现了稳定，而且促进了发展—＞国有经济摆脱
了就业负担，同时受到竞争压力—＞国有经济布局
调整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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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９年国有单位职工数仅为６４２０．１６万人，低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比最高点的１９９５年减少了４８４０．８４万人。



三、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绩效与今后所有

制结构调整的方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ｄ（２００２）指出：转轨开始时不同类型
企业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改

革过程中这些差异的弥合，自然而然地定义了转

轨终结的标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国有经济布

局调整也已逾１０年，我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产
生了实质性变化，但是，不同类型企业（国有经济

与非国有经济）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之间的巨大

差异是否弥合？即所有制结构转轨历程是否已经

完成？本文通过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后国企的效

益变化及其对国民经济整体影响的经验分析来对

此进行阐释。

１．目前我国国有经济高利润的实质
中国自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了对国有经济布

局的调整。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

在账面上十分明显。

从表４数据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资产收益率还
是劳动生产率上，经过１９９７年后的大规模改革，国
有经济的总体经济指标确实有了较大提高，国有经

济发展质量从直观数据上看大为改善。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９年国有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计５８４６２亿
元，２００９年的利润是２００１年的４．８９倍。

表４　国有工业企业布局调整后的效率提高

年份
资产收益率／％

全行业（１） 国企（２） （２）／（１）

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全行业（３） 国企（４） （４）／（３）

１９９８ ７．１２ ６．５１ ９１．４ ３１３４７ ２９０５４ ９２．７
１９９９ ７．４５ ６．７７ ９０．９ ３７１４８ ３５７４１ ９６．２
２０００ ９．００ ８．４３ ９３．７ ４５６７９ ４５９９８ １００．７
２００１ ８．９１ ８．１７ ９１．７ ５２０６２ ５４７７２ １０５．２
２００２ ９．４５ ８．７１ ９２．２ ５９７６６ ６５７４９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５０ １０．０９ ９６．１ ７３０４５ ８７０９５ １１９．２
２００４ １２．２６ １２．１３ ９８．９ ８９８６５ １１３３３３ １２６．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８２ １１．８７ １００．４ １０４６８０ １４４９５４ １３８．５
２００６ １２．７４ １２．９２ １０１．４ １２３７７１ １８０６４８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４．０９ １３．７９ ９７．９ １４８６２９ ２２９３２１ １５４．２
２００８ １３．９６ １１．７７ ８４．３ １４９５２９ ２５０１９０ １６７．３
２００９ １３．４４ １１．２９ ８４．０ １６６０９７ ２５８４９８ １５５．６

　　　　　　　注：１．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１００％。
２．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人数。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的数据整理计算

　　从数据背后，我们可以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国
有经济效益指标的亮眼究竟是主要源于垄断所带

来的超额利润还是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改善？如

果是前者，这种过高的垄断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

影响是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产业分布来获得启示。

由表５可知，从利润分布看，石油和煤炭两个行
业的利润就占工业国企总利润的接近６５％，而其余
四个国有经济重要行业的利润占总利润的将近

２７％，６大国有产业的利润占总利润的 ９１％有余。
也就是说，剩下的 ３６个产业分摊不到 ４％的总
利润。

按照国有企业在全行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

可以区分四种市场类型（刘小玄，２００３）。（１）一
般竞争：国有企业份额小于３０％；（２）国有企业主
导的垄断竞争：国有企业份额介于 ３０％到 ５０％；
（３）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国有企业份额大于
５０％，同时扣除政府完全垄断的产业；（４）政府完
全垄断：存在行政准入限制，国有企业在该类市场

中所占份额一般都接近１００％。而上述 ６大产业
都具有存在法律和政策准入壁垒的典型特征，国

有企业比重都接近或超过了 ５０％，而平均值为
７２％，显然处于国有企业主导垄断和政府完全垄
断的市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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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０８年国有工业企业主要利润来源与垄断程度

产业 利润比重（％）
国有经济垄

断程度（％）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４９．６ ９６．１

煤炭开采和洗选 １４．９ ５９．１

交通运输设备 １０．７ ４４．８

烟草制品业 ７．８ ９９．３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４．７ ９１．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３．６ ４１．５

合计 ９１．３ 平均值７２．１

注：利润比重＝该产业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工业国企利
润，国有企业的统计口径是全部国企及国有控股

国有经济垄断程度用国有企业比重表示，国有企业

比重＝该行业国企工业总产值／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全行业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有关数据整
理计算

国有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

源优势，挤占非国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

的国有企业改革路线强调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其实质是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即希望国有垄断

企业能够获得的利润越多越好。由于国有垄断企

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勾连，当国有资本体现其逐

利属性时，政府也就有意无意地成为其利益的代言

者。所以，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

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与非国有

经济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国

有企业的名义成本和真实成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地租、资源租和融资成本上，正是对这些要素的低

价获得和使用，使这部分要素的成本变成垄断部门

的利润，夸大了国企的利润水平。有研究表明，考

虑全部成本，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有工业企业共亏损
２９２８．５亿元（见表６）。

表６　国有工业企业的真实绩效／亿元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名义利润 ２３８８．５６ ２６３２．９４ ３８３６．２ ５４５３．１ ６５１９．７５ ８４８５．４６ １０７９５．１９ ９０６３．５９ ９２８７．０３

扣
除
项

利息 ２１７９．８３ ２２０１．０１ ２０８６．７０ ３０９１．８６ ２３５０．７８ ２７５５．６５ ３５０９．１４ ４８２１．８４ ４５４１．６９

地租 ２９１６．８９ ２７５５．７０ ２７２７．３６ ２６５９．１６ ２５８４．６６ ２５７４．３３ ２８９０．２２ ２９５３．８２ ３７２５．２８

资源租 ２８９．１９ ３０９．１２ ３５０．３１ ４４７．０８ ６８２．０７ ６１１．９４ ６６３．７４ ７０７．３２ ９１５．１０

净补贴 ２６１．７６ ２１４．０１ １９４．０４ １８１．９８ １６６．５７ ６２．１０ ７６．２４ －２４２．６７ ２１７３．６８

真实利润 －３２５９．３４－２８４７．２６－１５２２．４４ －９２６．５７ ７３９．６７ ２４８１．９７ ３６５４．０２ ８２６．２５－２０７４．８０

　　数据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１）

　　土地、资源和金融资金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
正是行政垄断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在竞争条件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在这些行业中，

其他所有制企业不被允许进入，这些进入的行政壁

垒有效地保护了国有企业，使得其能够不受市场竞

争的压力，并能够坐享高额的名义利润。而又正是

这些巨额的名义利润，成为国企管理层和其支持者

所掌握的重要的既得利益，成为唤醒他们作为特殊

利益集团的自觉的物质诱因。于是，名义利润和权

力寻租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正反馈系统。

尽管享受了如此多的政策倾斜和隐性补贴，国有

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仍然效率较低（见表 ７）。
２００９全国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１５．５９％，
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８．１８％，前者几乎是后者的
两倍。由此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其

实并不高。而如果计算的是真实利润，那么不同所有

制企业在收益率上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了，国有企业在

２１世纪的大多年份里该数据为负值。

表７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比较／％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国有（名义） ４．４８ ４．８８ ６．７ ７．７ ８．６３ ９．６９ １０．５５ ８．７８ ８．１８

国有（真实） －９．１２ －７．８８ －３．９７ －１．９５ １．４６ ４．２３ ５．３３ １．０７ －２．４４

非国有 ７．９８ ８．７６ ９．８１ １０．１４ １０．６２ １１．４ １３．４８ １５．３６ １５．５９

　　注：净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平均资金总额×１００％，所以本表中的净资产收益率要低于表４的资产收益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天则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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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模式下政府对国有经济发展的支持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效的国有经

济存在并形成垄断，也是由中国模式的特点决

定的。

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点性在于：它不是苏东国

家那种自下而上推翻既有权威者的革命，而是上下

结合的以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

标和动力的改革。与其他转轨国家相异，中国的政

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义理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资源以及它取得的成就和勇于改正错
误的精神，使得其在转轨起点上具有良好的义理性

基础和相应的政治能力。因此，中国的政府，尤其

是中央政府是不同于其他大多数转轨国家的强势

政府。并且，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继承下来的行政

管理体系，习惯于并且有能力对于改革的进程进行

主动的规制。由于改革中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对改

革的进程和步骤有巨大的影响力（李稻葵，２００３），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对人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社会利益关系模式的影响，都是处于国家规制之

中的。

所以，中国转轨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权力的有效

性和广泛性几乎没有被实质性地削弱。“权力”

（ｐｏｗｅｒ）代表合法强制力，不受市场竞争与契约约
束。现实中，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紧密的利益

和人事勾连①，政府有动机利用手中的权力辅助国

有企业的市场经营，所谓的“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

这里，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推手———固定

资产投资为例进行简要分析。在中国的改革进程

中，虽然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国有

经济，但是每遇经济周期波动使中国的金融业较为

紧张时，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却回落较

慢，使得此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超过

了非国有经济。比如，当２００８年新一轮经济危机使
得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

度下降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投资增速却显著

提高（见表８）。

表８　不同所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上年＝１００）

年份 总计
国有

经济

集体

经济

民营

经济
外资和其他

１９８１ ５．５ －１０．５ １５０．４ ４９．８ —

１９８２ ２８．０ ２６．６ ５１．３ １８．２ —

１９８３ １６．２ １２．６ －１０．３ ５２．７ —

１９８４ ２８．２ ２４．５ ５２．７ ２７．１ —

１９８５ ３８．８ ４１．８ ３７．２ ３０．９ —

１９８６ ２２．７ ２３．７ １９．６ ２１．３ —

１９８７ ２１．５ １７．８ ３９．６ ２２．６ —

１９８８ ２５．４ ２３．３ ３０．１ ２８．４ —

１９８９ －７．２ －７．０ －１９．９ １．０ —

１９９０ ２．４ ６．３ －７．１ －３．０ —

１９９１ ２３．９ ２４．４ ３１．７ １８．１ —

１９９２ ４４．４ ４８．１ ７０．５ ２０．８ —

１９９３ ６１．８ ４４．１ ７０．５ ２０．８ —

１９９４ ３０．４ ２１．３ １９．１ ３３．５ 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７．５ １３．３ １９．２ ２９．９ ２１．３
１９９６ １４．８ １０．６ １１．３ ２５．４ ２３．７
１９９７ ８．８ ９．０ ５．５ ６．８ １３．０
１９９８ １３．９ １７．４ ８．９ ９．２ １１．６
１９９９ ５．１ ３．８ ３．５ ７．９ ５．３
２０００ １０．３ ３．５ １０．７ １２．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１ １３．０ ６．７ ９．９ １５．３ ２８．９
２００２ １６．９ ７．２ １３．４ ２０．１ ３６．２
２００３ ２７．７ １４．７ ３３．８ １８．４ 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６．６ １５．４ ２４．１ ２７．１ ４０．９
２００５ ２６．０ １８．５ ２０．１ ４０．６ ２９．９
２００６ ２３．９ １１．１ －６９．９ ７５．９ ４７．４
２００７ ２４．８ １７．４ ２８．７ ３５．５ ２４．２
２００８ ２５．９ ２５．８ ３５．８ ２９．１ ２３．３
２００９ ３０．０ ４３．１ ３４．７ ３０．５ ２０．５
总平均 ２１．６ １７．７ ２５．０ ２５．０ ３１．５

注：（１）总平均指算数平均数，根据表中历年数据计算
而得。

（２）带的年份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其它经济成分。

（３）从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开始统计口径有所变化，我们
把国有、集体和民营经济外的所有经济形式合称为

“外资和其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整理

计算

　　①　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勾连性包括但不仅限于：政府，尤其是各级国资委承担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国有企业
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的重要载体；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官员是双向流动的，大多数国企的领导都具有

政府背景（由于比较狭窄的职位上升空间，国企的高薪职位经常被留作对无机会继续升迁的官员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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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会呈现
上述特点，原因是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

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非国有

企业，反之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即

使非国有企业具备更佳的盈利前景和成本优势（陈

钊，２００４）；而政府支出的投入方向更是直接向大型
国有经济倾斜。据人民银行的调查，通常每年约有

７０％的贷款资金投放给了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资源。２００９和 ２０１０年两年
间，１８．９１万亿的银行贷款８０％以上流向了大型国
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与非国有

经济占据国民经济大半壁江山的局面是极不相称

的。同时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上市融资、发行企

业债券等方面的不同许可标准实质上也都是在给

予国有企业金融补贴。

３．政府不恰当干预造的资源配置的扭曲
对国有企业在金融方面的隐性补贴和各种其

他形式的补贴，一方面，在表面上降低了国有企业

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来源和可投资范

围的缩小，实际上是相当于政府对非国有企业征收

了隐性税收，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其合

力造成了资源从非国有经济向国有经济的转移，使

社会资源配置偏离了无扭曲状况下的最优均衡。

我们用图２的模型说明资源配置扭曲的形成机理。

图２　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产量分配

将经济生产中的所有企业分为国有部门和非

国有部门两大类，设为部门１和部门２。国有和非
国有部门的边际成本曲线分别为ＭＣ１和 ＭＣ２，假设
国有部门在自然垄断行业和战略性行业具有成本

比较优势，即：当产量较小时，ＭＣ１位于 ＭＣ２的下
方；当产量较大时，ＭＣ１位于ＭＣ２的上方。把部门２
的边际成本曲线连同它的坐标系水平翻转１８０度，
然后平移使得两个坐标系的横轴重合，纵轴之间的

距离为国民经济的总产量 Ｑ。此时，两个部门的边
际成本曲线出现了一个交点 Ｅ。根据 Ｅ点，可把 Ｑ
分为Ｑ１和Ｑ２。不考虑固定成本，由于边际成本的
积分，即两条边际成本曲线交点以下的面积等于总

的可变成本，此时在国民经济既有生产能力 Ｑ下的
社会总生产成本达到最小值。

然而，由于政府通过隐性补贴和隐性税收扭曲

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分别降低和提高了国有部

门和非国有部门的边际生产成本。那么曲线 ＭＣ１
和ＭＣ２将下降和上升相同的幅度（国有部分在金融
领域之受益正是非国有部门之受损），变为 ＭＣ′１和
ＭＣ′２，并形成新的均衡点 Ｅ′，Ｑ１增加为 Ｑ′１，Ｑ２减少
为Ｑ′２。由于国有部门生产的边际成本减少只是补
贴造成的账本幻觉，实际成本并没有变化，国有部

门产量增加必然会加大固定产出 Ｑ的总生产成本，
在图２中表示为ＥＦＦ′的面积。又由于对非国有部
门的隐性税收确实加大了其生产成本，非国有部门

生产成本的增加为 Ｅ′Ｆ′右侧全部阴影部分的面积。
由于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导致社会资源配

置扭曲所造成的固定产出 Ｑ下的总的生产成本增
加额为整个阴影部分的面积。所以，政府的不恰当

干预将造成国有经济在某些行业的过高垄断，这种

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市场竞争的扭曲和的

国民经济的损失。

从转轨最终绩效的角度看，所有制改革不应该

只考虑部门利益、局部利益；降低既得利益所造成

的转轨无谓成本和减少市场不完善对整个国民经

济长期发展的扭曲，才是必须坚持的前提。在国有

经济吸纳劳动力保稳定的功能逐渐消失的情况下，

除非真的关系国家安全（为稳定计），以垄断保利润

的做法利少弊多。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扶持会阻

碍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结果是不合理

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维持。这种状况如果长期

得不到改变，将可能使得转轨最终绩效收敛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因此，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转轨历程还

未终结，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调整

的方向即弱化和消除国有经济在所有非自然垄断

及战略性行业的垄断。

２３

王　宇，汪毅霖：中国模式下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动力与路径研究



四、进一步调整所有制结构的路径选择

从世界上各转轨国家的实践来看，所有制改革

路径无外乎两种：

一是“中国模式”的改革，从引入市场竞争入

手，通过允许其它所有制企业发展来提高整个国民

经济中高生产效率企业的比例，逐步改善整个国民

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即先是增量改革，再进行存量

改革。

二是“俄国模式”的改革，从产权改革入手，通

过政治的手段迅速将公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再交由

市场决定其命运，即“大爆炸”式地消灭所有的“低

效率”（国有）企业，一次性重构整个国民经济的所

有制结构。按照私有化后原国有资产的分配对象

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捷克、波兰等国实行的大众

私有化式的存量改革（“准俄国模式”）和俄罗斯实

行的寡头私有化式的存量改革（“纯俄国模式”）。

从所有制改革过程看，其转轨成本既包括国民

收入的损失，也包括诸如社会成员的抱怨、消极怠

工、社会动乱、战争等造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和福利

的损失。不同所有制改革路径的转轨成本的变化

情况可由图３表示。

图３　不同所有制改革路径的转轨绩效差异

设曲线 ＭＴＣ１、ＭＴＣ２、ＭＴＣ３分别对应“中国模
式”改革、“准俄国模式”改革和“纯俄国模式”改革

的边际转轨成本的变化情况；横轴ｔ为时间轴，表示
转轨已经开展的时间长度。当转轨边际成本为０，
即相交于ｔ轴时，意味着转轨历程的基本终结。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出于政治动机在改革开始

阶段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由

于重工业部门的一些固定设备是不能够直接用于

轻工业生产的，另一些设备则需要经过改造才能有

新的用途；重工业部门的职工在从事新的工作前也

需要进行培训，以至于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

来的存量生产能力大多被废置。所以，转轨边际成

本在初期是很高。基于私有化具体方式的差异，波

兰、捷克等国以休克疗法的短痛大致上解决了资源

配置的扭曲；俄罗斯却以寡头垄断代替了国家垄

断，资源配置不合理局面的形成了路径依赖，转轨

给国家经济带来了长痛。ＭＴＣ３高于 ＭＴＣ２，就是
说，俄罗斯实现转轨的终结要比波兰、捷克等国时

间长得多，成本也大得多。

而中国在转轨起点时，由于初始制度起点上的

特殊性，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上，只要变混乱无序为

合理计划，就可以发挥计划经济的潜力；又由于采

取了增量改革的方式，居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

和居于产业链下游的新兴企业形成了生产中的互

补性。存量和增量部分共同发展，改革在起始阶段

是帕累托演进的———ＭＴＣ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持
续保持在平稳的低水平。

但是，在改革已经进入中后期和攻坚阶段后，

中国的改革未来有三种可能的路径，分别对应不同

的转轨成本：

路径１：ＭＴＣ′１，进一步的攻坚阶段的改革始终
没有大的进展，转轨边际成本仍保持在较为平稳的

状态，但转轨的历程可能始终无法终结。

路径２：ＭＴＣ″１（最好的状况），攻坚阶段的改革
顺利展开，转轨边际成本递减，在较短的时间里实

现了转轨的终结，路径走向是包容性增长模式。

路径３：ＭＴＣ１
／／／（最坏的状况），改革被既得利

益集团操纵，市场环境恶化，转轨边际成本递增，转

轨的终结成为空想，路径走向是权贵市场经济。

中国如果在改革的后续策略选择上出现问题，

则转轨成本就会出现边际递增。那么，从长远看，

转轨的最终绩效就可能被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赶超。

这正是为什么少数西方经济学家，如 Ｓａｃｋｓ等
（２００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２００９）仍然看好“俄国模式”
的长期前景的原因。未来，我们必须争取路径２，杜
绝路径３，也尽量避免路径１，因为路径１不仅是低
效率的，而且很有可能渐进式地滑向路径３。而路
径２的关键在于存量改革，在于破除国有经济在所
有非自然垄断及战略性行业的垄断地位，因而，必

须解决改革中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寻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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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深化所有制改革的动力机制

如果认可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

当下改革就已经涉入了深水区。但是，当前的改革

动力并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么显性而强大。饥荒

对中国人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就业问题虽严重但仍

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所带来

的国家间竞争压力也比过去为小，且中国经济的表

现在大国中仍然惹人羡慕。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

何启动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呢？对于这个问题，并

没有肯定的答案。也许，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

建设是当前凝结新的改革共识和凝聚新的改革动

力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了。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

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

互促进新格局”。而要实现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关键

的因素还是要进一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扶

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而不是国企效益的角

度看待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国有垄断企业依附着

政府权力，经常表现出对制度和法律的漠视，许多

合并、兼并、定价等行为均视《反垄断法》为无物。

如果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被漠视规则的垄断

性国企控制，中国经济将可能成为所谓权贵化的市

场经济，市场竞争环境也会被破坏。

深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是啃硬骨头，因

为涉及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又掌握

或依附着权力。因此，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政府需

要明确其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

对市场的行政性限制；完善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

建设，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强调国有企业的

公益性，而不是营利性；国企应该主要生产市场不

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要实现政府管制和发展职能的退出，没有政治

体制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温家宝总理在纪念深圳

特区成立３０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
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

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

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邓小平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就意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
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

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

现，因此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可惜，

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邓小平未竟的

事业。在当前的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贯彻

法治化的治国理念，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部门和

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能通过政府部门规定

等方式侵入应该由法律管辖的范围。唯如此，作为

一项最重要而又最具难度的经济工作，所有制结构

下一步的深化调整才拥有上层建筑层面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就可以充分利用在转

轨中前期积累起来的智力和物质优势，充分发挥国

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两个经济发展引擎的作用，实

现转轨后期的成本边际递减。如此，中国不仅是转

轨的初始绩效，而且最终绩效超过其他转轨国家是

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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